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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尝试从演化博弈视角解释国际经贸争端。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９０ 年代美

国和日本经贸冲突的典型事实出发， 提炼双边经贸争端的基本特征， 据此建立包含

领导者和追随者的经贸竞争模型， 理论分析表明国际经贸合作收益的均衡份额取决

于相对规模和相互依赖程度， 并且随着这些因素动态变化。 之所以出现国际经贸争

端， 是因为经贸规则决定的实际份额调整滞后于均衡份额变化。 上述框架能够较好

地解释美日经贸争端演变过程， 具体来说， 使用日美经济规模之比、 日本对美国贸

易依赖度、 美国对日本贸易依赖度等三个指标作为理论参数的代理变量， 计算得到

的份额及其变化能够较好地解释美日争端的爆发、 加剧、 升级和结束。 本文的边际

贡献是对于国际经贸争端的发生原因提出一个跨学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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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近年美国频繁对贸易伙伴挑起贸易争端， 试图凭借一己之力把多边经贸规则改

写为以美国为核心的双边规则， 经贸博弈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稳定的关键因素。
上述背景催生出两个基本问题： 经济体之间经贸关系的变化是否具有内在规律？ 什

么因素决定了各方对于合作与争端的选择？
放眼历史， 经贸争端在国际经贸关系中一直存在， 即使在全球一体化稳步推进

的 “二战” 以后， 大大小小的经贸争端也从未停止。 学界主流观点从政治经济学

角度予以解释， 认为国内利益集团决定一国的贸易政策 （盛斌， ２００１） ［１］， 代表性

工作是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４） ［２］的贸易政策 “拍卖” 理论， 政府根据各利益

集团提供的捐献资金多寡实施差异化的贸易政策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４；
刘海云和吴韧强， ２００７ ［３］）。 沿用这一思路 “政策拍卖” 还可以解释国际贸易争端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ａ ［４］； 吴韧强和刘海云， ２００９ ［５］ ） 和自由贸易协议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ｂ［６］）。 “政策拍卖” 理论有助于从微观视角认识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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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形成， 但没有考虑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没有解释为什么特定经济体之间

的经贸争端更加频繁。 针对这一现象， 国际关系文献提出 “修昔底德陷阱” 式解

释， 即新兴大国崛起不可避免冲击旧的经济格局和守成大国的地位， 导致守成大国

和新兴大国的频繁经贸争端 （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 １９７８） ［７］。 然而 “修昔底德陷阱” 解释

有其自身的局限： 一是只考虑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 不能解释其他类型的经贸争

端， 例如美国和欧盟同为发达经济体却仍然不时发生经贸争端； 二是没有给出经贸

关系的微观形成机制， 从而不能解释经贸争端类型的多样性， 以及决定争端起始和

结束的条件。 基于上述认识， 本文尝试构建一个解释双边经贸关系的理论框架， 从

演化博弈视角探索国际经贸争端的发生规律和决定因素。
与标准博弈模型相比， 演化博弈在解释国际经贸争端时有两点优势。 首先，

演化博弈文献在群体合作与争端行为的研究上积累了大量理论思考和经验观察，
拥有深厚的生物学基础。 不管是人类社会还是动物社会， 争端都源于利益分配

（Ｒａｔｎｉｅｋｓ， ２００５） ［８］ ， 因此演化博弈理论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合作与争端不无裨

益。 其次， 演化博弈把博弈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纳入分析过程。 标准博弈模

型通常假定主体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不考虑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演化

博弈主体追求最大限度的基因扩散与遗传， 如果成员之间存在亲缘关系， 那么博

弈主体会把他方利益纳入自己的目标函数。 值得指出的是， 相关性不仅来自血缘

关系， 在一般意义上还包括社会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１９６４［９］； Ｇａｒｄｎｅｒ
ａｎｄ Ｆｏｓｔｅｒ， ２００８［１０］）。 在这个意义上演化博弈更适合分析国际经贸关系， 因为随着

全球一体化持续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深， 这些关系当然会影响各方的

策略选择。
演化博弈从生殖偏度的视角研究群体内合作与争议问题， 包括交易 （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和协商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Ｍｏｄｅｌ） 两种解释范式 （Ｒａｉｈａｎ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１１］；
Ｃａｎｔ， ２０１１［１２］；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Ｈｉｎｄｅ， ２００６［１３］；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１４］）。 其中， 交

易范式假设群体内存在一个居于支配地位的领导者， 领导者和其他成员之间通过交

易方式维系合作 （Ｒｅｅｖｅ ａｎｄ Ｋｅｌｌｅｒ， １９９７［１５］； Ｃｌｕｔｔｏｎ－Ｂ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Ｐａｒｋｅｒ， １９９５［１６］；
Ｋ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２００３［１７］）。 具体包括两种方式： 一是领导者奖励或惩罚追随者，
即领导者妥协模式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二是追随者主动约束自身行为从而减少群

体内利益争端， 即约束模式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Ｍｏｄｅｌ）。 不同于交易范式、 协商范式放弃了

领导者完全垄断资源的严格假设 （Ｒｅｅｖｅ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８） ［１８］， 其中最流行的是竞争模

型 （Ｔｕｇ－ｏｆ－ｗａｒ Ｍｏｄｅｌ）， 即假定领导者相对追随者拥有不对称的资源禀赋优势，
但双方都能独立选择竞争水平， 最终分配比例由双方的竞争投入共同决定 （Ｒｅｅｖｅ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８；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９［１９］）。 竞争模型能够解释一些与禀赋结构有关的

有趣分配结果， 例如， 群体内领导者相对其他成员投入更多资源维系合作 （Ｆｒａｎｋ，
１９９６） ［２０］， 其结论与 “智猪博弈” 类似。 更重要的是， 竞争模型能够解释不对称

亲缘关系何以转化成生殖优势。 在昆虫社会， 领导者 （例如蚁后） 与其他成员的

平均基因相关度更高， 这种基因优势决定了领导者的生殖优势 （Ｒａｔｎｉｅｋｓ， ２００５）；
在人类社会， 女性有偏扩散 （Ｆｅｍａｌｅ－ｂｉａｓｅ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模式的家庭中， 年轻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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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年老女性拥有与后代的亲缘优势， 它解释了年轻女性的生殖优势 （Ｃｌｕｔｔｏｎ－
Ｂ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Ｐａｒｋｅｒ， １９８９［２１］； Ｃａｎｔ ａｎｄ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 ２００８［２２］ ）。 相对而言， 竞争模型比

其他演化博弈模型更能刻画国际经贸关系①［２３］： 一方面， 全球经济体系中不存在

完全垄断资源的超级经济体， 多数经济体都能进行自主策略选择并或多或少影响全

球经贸格局； 另一方面， 竞争模型能够把博弈主体的不对称结构正式纳入分析过

程， 既允许禀赋不对称， 也允许依赖关系的不对称。
基于上述考虑， 本文尝试从演化博弈视角分析国际经贸关系。 首先剖析 ２０ 世

纪美国和日本的经贸争端全过程， 提炼美日双边经贸争端的典型事实和基本特征；
然后从这些特征出发， 建立一个包含领导者和追随者的演化博弈模型， 通过对均衡

结果的比较静态分析探讨经贸争端的决定因素， 并根据模型尝试解释美国和日本经

贸争端的完整演化过程。 与现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

从演化博弈视角分析经贸争端， 参照生物演化机制归纳争端的演变规律和决定因

素， 是跨学科研究的一个新尝试； 二是扩展了现有的竞争模型 （Ｒｅｅｖｅ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８；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９）， 从两个维度度量博弈主体的禀赋不对称， 领导者相

对追随者的优势不仅体现为规模更大， 还表现在依赖程度更低。

二、 经贸争端的典型事实： 美国与日本

２０世纪下半叶伴随日本经济崛起， 日本和美国之间持续发生贸易争端， 回溯

两国的争端历程有助于把握贸易关系的基本特征和决定因素。 按照双方争端范围的

差异， 美日之间近半个世纪的贸易争端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 ２０ 世纪

５０年代中期到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 基本特征是争端仅限于特定行业， 并且主要

通过经贸手段解决争端； 第二个阶段是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到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

期， 双方争端超出贸易范畴和特定行业， 表现为美国要求日本进行一揽子涉及内政

外交的全方位改革。
（一） 第一阶段：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以前的纯贸易争端

美日两国先后在多个行业发生贸易争端， 这里仅以纺织和汽车两个代表性行业

为例。
１９５６年日本出口棉纺织品占美国市场 ６０％以上， 美国政府在国内企业的强烈

要求下选择干预， 双方于 １９５７ 年签订 《美日棉织品协定》， 日本政府 “自愿” 限

制对美国的棉织品出口 （胡方， １９９７） ［２４］。 此后十余年双方相安无事， 直到 ６０ 年

代中期日本对美国纤维出口增长迅速， １９６８ 年共和党人尼克松为了赢得南卡罗来

纳、 佐治亚等纺织大州的选票， 承诺限制日本纤维纺织品出口， 并在后来的交涉中

把它与冲绳问题挂钩。 １９７２年两国达成为期 ３ 年且覆盖面更广的 《美日纺织品协

定》， 日本自动限制对美国纺织品出口。 与此同时， 美国开始尝试采用国内立法方

式解决贸易争端， 其中以 《１９７４ 年贸易法》 制定的 “３０１ 条款” 影响最大，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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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尽管从演化视角来看， 竞争模型存在不能考虑长期稳态均衡等缺点 （Ｎｏｎａｃｓ， ２００７）， 但如果研究重点

是短期策略行为， 竞争模型仍然不失为合适的分析工具。



成为美国解决国际经贸争端的重要工具。
汽车是美国的优势产业， ２０世纪 ６０ 年代初日本仍然不具备对美国出口汽车的

能力。 之后由于两次石油危机导致油价飙升， 加上美国汽车企业对于小型汽车市场

的战略误判， 日本对美国汽车出口稳步增加， 到 １９８１ 年日本汽车占美国市场的份

额已经上升为 ２０􀆰 ９％， 而美国汽车占日本市场的份额却从 １９６０ 年的 １􀆰 ９％下降到

１９８０年的 ０􀆰 １％ （丁强， ２０１４） ［２５］。 美国汽车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下面临生存危

机， 著名的克莱斯勒公司甚至走到破产边缘。 １９８０ 年共和党候选人里根在总统竞

选活动中承诺拯救汽车行业， 并于 １９８１年当选后敦促美日双方签署 《美日汽车及

零部件协议》， 日本被要求自限出口数量 （細谷千博， １９８９［２６］ ）。 日本企业为应对

贸易壁垒， 从 １９８２年开始纷纷选择在美国直接投资设厂， 导致出口管制失去意义

并于 １９９４年废除， 但双方关于日本开放汽车市场的争端一直持续到 １９９５ 年， 最后

以日本 “自愿” 购买美国汽车零部件等一系列让步告终 （蒋树宽和伍翰林，
１９９５） ［２７］。

除了纺织和汽车， 双方还在钢铁、 彩电、 机床、 半导体等多个行业发生过类似

的贸易争端， 情节基本雷同， 一般以美国挑起贸易争端为始， 日本做出不同程度的

让步。 这些行业贸易争端普遍与国内政治有关， 通常是联邦政府为了取悦特定选民

群体而采取的行动， 这符合贸易政策 “拍卖” 假设 （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４； 刘海云、 吴韧强， ２００７；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ａ）， 然而 “拍卖” 理

论不能解释为什么贸易争端通常由美国而不是日本发起， 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日本多

数情况下选择妥协让步而非针锋相对。 本文认为，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贸易争端来源

于经济发展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动态调整， 争端发生之前双方经贸关系处于均衡状

态， 维系这种均衡状态的是一系列双边经贸规则 （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标准），
但日本经济的快速崛起和出口导向战略导致双方经贸关系偏离均衡， 且朝着有利于

日本的方向发展。 数据显示， １９６０ 年日本 ＧＤＰ 尚不足美国的 １０％， 到 ８０ 年代快

速攀升至 ４０％； １９６０—１９８５年间， 日本对美国出口占日本总出口的比重超过 ２０％，
而美国对日本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仅为 １０％左右。 在此背景下， 美国政府在利益

受损群体的游说下， 针对特定行业采取的措施本质上是对均衡偏离的 “修补”， 而

日本政府通常以让步的形式认可这种 “修补”。
（二） 第二阶段：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到 ９０年代中后期的全方位争端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开始， 美日贸易争端逐渐超出行业和贸易范畴。 标志性

事件是双方于 １９８５年启动的 “特定行业市场导向”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ｅｃｔｏｒ－Ｓｅｌｅｃ⁃
ｔｉｖｅ， 简称 ＭＯＳＳ） 谈判， 旨在通过推动日本市场化改革缓解双方愈演愈烈的贸易

失衡， 涉及电信、 汽车、 电子、 林产品、 医药和医疗设备等行业。 日本和美国经过

多轮谈判， 双方于 １９８７年初就相关行业达成 《特定行业市场导向协议》； 同时，
１９８５年美国、 日本等五国签订了著名的 《广场协议》， 使得日元相对美元迅速升

值， 短期内改善了双方的贸易失衡。 尽管如此， 美国政府仍然不满意日本市场的

开放进度， 对日本发起 “二战” 后首例贸易制裁； 并且先后通过 《１９８７ 年贸易

法》 和 《１９８８ 年美国综合贸易法案》， 其中包括 “特别 ３０１ 条款” 和 “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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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１ 条款” （赵瑾， ２００１） ［２８］ ， 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美国政府在后续经贸争端中的

应对能力。 自此以后， 双方争端的重点从特定行业贸易不平衡问题， 转向更基础

的制度争端。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 美日双方举行多轮结构性障碍倡议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ｉ⁃

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ａｌｋｓ， 简称 ＳＩＩ） 谈判， 讨论主题涉及双方问题， 既有美国的低储蓄率、 过

度消费、 出口管制等问题， 也有日本的市场准入、 商业垄断、 低投资率等问题。 根

据 １９９０年美日两国签署的 《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 日本修订 《大店法》 以推进

一系列结构性改革， 包括放宽流通领域限制、 建立反垄断机制、 减少市场准入障

碍、 提高公共投资比率等。
１９９３年美日双方共同提出 “美日新经济伙伴关系框架” （ Ｕ􀆰 Ｓ􀆰 － Ｊａｐａ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并达成 《美日综合经济协议》， 日本承

诺放松保险、 汽车、 住宅、 金融、 政府采购等领域的管制， 成为后来双方解决汽

车、 金融、 电信等领域开放问题的依据； １９９５ 年两国进一步签署 《美日间金融服

务措施》， 日本基本实现金融市场的开放； １９９７年双方签署 《美日规制缓和协议》，
日本承诺在经济结构、 金融、 财政、 卫生、 公共管理、 教育等六个重点领域实施改

革， 目标是建立以市场原则为基础向国际社会完全开放的自由经济体系； ２００１ 年

双方把 “美日新经济伙伴关系” 升级为 “美日经济增长伙伴关系” （Ｕ􀆰 Ｓ􀆰 －Ｊａｐ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标志长达半个世纪的美日贸易争端告一段落。

第二阶段美日经贸争端本质是关于经济制度的博弈， 双方围绕市场准入问题在

多个领域进行博弈。 如果说第一阶段纯贸易争端是对双边经贸制度的 “修修补

补”， 那么第二阶段争端则是 “推倒重来”。 背后逻辑是两国经贸关系的不对称变

化， 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１９８４ 年日本对美国出口占日本总出口高达 ３６％，
此后长期处于高位， 同期美国对日本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变化不大 （略高于

１０％）； 另一方面，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以后日本 ＧＤＰ 仍然快速增长， 最高超过美

国 ＧＤＰ 的 ７０％。
（三） 从演化博弈视角的解读

把两个阶段合在一起， 可以勾勒出双方经贸关系的完整演化历程。 争端之前，
两国基于历史经验确立一系列双边经贸规则， 并基于这些规则分享经贸合作收益。
第一阶段， 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开始日本经济腾飞打破了旧的经贸均衡， 收益分配向

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倾斜， 关键的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日本经济实力增强， 日

本与美国 ＧＤＰ 差距的缩小； 二是日本对于美国市场的不对称依赖性， 表现为日本

对美国出口占日本总出口的比重较大， 同时美国对日本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相对较

小， 见图 １。 第一阶段双方对于均衡的偏离程度不高， 不足以推动美国大动干戈重

订规则， 而是选择了更为现实的 “修补” 方案， 即对部分行业额外增加贸易壁垒。
这就解释了 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至 ８０ 年代中期， 美日双方在纺织、 钢铁、 彩电、
汽车、 机床、 半导体等诸多行业频繁发生的贸易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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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日本和美国实力对比和贸易依赖情况： １９６０—２０１０ 年

　 　 注： 数据来源于 ＯＥＣＤ数据库； 双方经贸争端的第一阶段为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前， 第二阶段为 ２０
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到 ９０年代中后期。

转折发生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 日本 ＧＤＰ ／美国 ＧＤＰ、 日本对美国出口占日

本总出口比重等两项关键指标连续创出新高， 经贸合作收益分享严重偏向日本， 对

旧规则的修补已经不足以纠正双方的利益失衡， 于是美国先后采用 ＭＯＳＳ、 《广场

协议》、 ＳＩＩ、 《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 “美日新经济伙伴关系框架” 等工具， 旨在

全面改写美日双边规则。 双方的博弈一直持续到 ２０ 世纪末， 日本 ＧＤＰ ／美国 ＧＤＰ、
日本对美国出口占总出口比重等两项关键指标表现出明显的持续下降趋势， 双方经

贸关系才重回均势， 见图 １。
上述美、 日两国经贸关系可视作一个演化博弈过程， 具体来说是竞争模型

（Ｔｕｇ－ｏｆ－ｗａｒ Ｍｏｄｅｌ）。 竞争模型中有领导者和追随者两个参与者， 参与者投入资源

参与竞争， 双方在转化效率和亲缘关系两个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的分配结果

（Ｒｅｅｖｅ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８；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９）。 对照来看， 经济规模类似于转化效

率， 经贸依赖类似于亲缘关系， 因此在双边国际经贸关系中， 不对称的经济规模和

依赖程度共同决定经贸合作收益的份额大小， 并且通过一系列双边经贸规则予以确

认。 理论上分享份额大小应该随着经济规模和依赖程度的变化动态调整， 但现实中

频繁改变规则会导致不必要的菜单成本， 更现实的做法是根据历史数据变化进行事

后调整， 并且小变化对应小调整， 大变化对应大调整， 这就解释了美日贸易争端在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变化。

三、 关于经贸份额的演化博弈模型

国际经贸往来本质上是一种群体合作行为， 各方根据收益最大化原则决定自己

的合作 （竞争） 水平， 合作收益大小取决于各方的合力。 据此认识， 我们以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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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的竞争模型 （Ｒｅｅｖｅ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８；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９） 为基础进行扩展， 构

建了一个简单的经贸竞争模型， 说明成员之间不对称的规模水平和依赖程度如何影

响经贸合作收益的分配。
（一） 模型设定

在一个总资源为 Ｔ的世界里存在两个相互依赖的经济体： 领导者 ｄ 和追随者 ｓ。
两个经济体分别投入 ｘ 和 ｙ 数量的资源参与竞争， 并获取各自的直接份额 ｘ ／ （ｘ ＋
ｂｙ） 和 ｂｙ ／ （ｘ ＋ ｂｙ） ， ｂ ＜ １表示领导者的相对规模优势。 进一步， 领导者 ｄ 和追随

者 ｓ 的依赖系数①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分别记为 ｒｄ 和 ｒｓ ， ｒｄ ＜ ｒｓ 反映两个经

济体的相互依赖程度差异， 并决定它们从对方获取的间接份额分别为 ｒｄ·ｂｙ ／ （ｘ ＋
ｂｙ） 和 ｒｓ·ｘ ／ （ｘ ＋ ｂｙ） 􀆰

上述设定下， 总的待分配资源数量为 Ｔ － ｘ － ｙ ， 每个经济体能够获取的份额为

直接份额加上间接份额。 参考 Ｒｅｅｖ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 两个成员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广义适合

度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ｔｎｅｓｓ） 分别可以写成：

　 　 　 　 Ｉｄ ＝ Ｔ － ｘ － ｙ( )
ｘ

ｘ ＋ ｂｙ
＋ ｒｄ

ｂｙ
ｘ ＋ ｂｙ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

　 　 　 　 Ｉｓ ＝ Ｔ － ｘ － ｙ( )
ｂｙ

ｘ ＋ ｂｙ
＋ ｒｓ

ｘ
ｘ ＋ ｂｙ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２）

其中， ０ ＜ ｘ， ｙ ＜ Ｔ ， ０ ＜ ｂ ＜ １， ０ ＜ ｒｄ ＜ ｒｓ ＜ １􀆰
与 Ｒｅｅｖｅ 等 （１９９８） 的经典竞争模型相比， 这里的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

是领导者和追随者具有不对称的依赖关系， 即相较于领导者对于追随者的依赖程

度， 追随者对领导者的依赖程度更高。 在此设定下， 领导者的优势不仅表现在更大

的规模， 也体现在依赖度更低②。 二是总资源从常数为 １ 变为 Ｔ ， 用于考察资源总

量变化对于竞争策略的影响。
（二） 纳什均衡

考虑式 （１） 和式 （２）， 令 ｄＩｄ ／ ｄｘ ＝ ０和 ｄＩｓ ／ ｄｙ ＝ ０， 整理后可以得到：

　 　 　 　 ｘ ＋ ｒｄｂｙ( ) ｘ ＋ ｂｙ( ) ＝ Ｔ － ｘ － ｙ( ) ｂｙ － ｒｄｂｙ( ) （３）
　 　 　 　 ｂｙ ＋ ｒｓｘ( ) ｘ ＋ ｂｙ( ) ＝ ｂ Ｔ － ｘ － ｙ( ) ｘ － ｒｓｘ( ) （４）
联立方程 （３） 和 （４） 可以得到纳什均衡解， 但如果只关注分配比例， 有更

简洁的处理方法。 具体来说， 我们把方程 （３） 和 （４） 左右两边分别相除， 整理

后得到：
　 　 　 ｘ２ ＋ ｒｄｂｘｙ( ) １ － ｒｓ( ) ＝ ｂｙ２ ＋ ｒｓｘｙ( ) １ － ｒｄ( ) （５）
式 （５） 两边同时除以 ｙ２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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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仿照演化博弈的概念亲缘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ｅｓｓ）， 这里使用依赖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ｃｅ）， 反映经济体之间的依赖程度。 开放经济体之间相互依赖， 但依赖程度不同， 例如， 一个经济体拥有更

多的核心技术和稀缺资源、 更低的开放度有助于降低其对外依赖度。
相对于封闭发展， 一国或地区对外开放通常有助于经济增长， 但开放度越高意味着越大的风险敞口和

越小的博弈能力。



　 　 １ － ｒｓ( )
ｘ
ｙ

æ

è
ç

ö

ø
÷

２

－ ｒｄｂ ｒｓ － １( ) － ｒｓ ｒｄ － １( )[ ]
ｘ
ｙ

－ ｂ １ － ｒｄ( ) ＝ ０ （６）

把 ｘ ／ ｙ 视为一个整体， 从式 （６） 可以解出：

　 　 　 ｘ
ｙ

＝
ｒｓ １ － ｒｄ( ) － ｂ １ － ｒｓ( ) ｒｄ ± Δ

２ １ － ｒｓ( )
（７）

其中， Δ ＝ ｒ２ｓ １ － ｒｄ( ) ２ ＋ ｂ２ｒ２ｄ １ － ｒｓ( ) ２ ＋ ２ｂ ２ － ｒｓｒｄ( ) １ － ｒｓ( ) １ － ｒｄ( )

考虑到经济含义要求非负性即 ｘ ／ ｙ ＞ ０， 可以排除式 （７） 中的负号， 式 （７）
简化为：

　 　 　 　 ｘ
ｙ

＝
ｒｓ １ － ｒｄ( ) － ｂ １ － ｒｓ( ) ｒｄ ＋ Δ

２ １ － ｒｓ( )
（８）

式 （８） 可以看成两个成员的策略反应函数， 无论哪一方调整投入， 另一方根

据式 （８） 的规则进行应对。
记 λ∗ｘ 和 λ∗ｙ 分别表示均衡水平上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分配份额， 即 λ∗ｘ ＝ ｘ ／ （ｘ ＋

ｂｙ） 、 λ∗ｙ ＝ ｂｙ ／ （ｘ ＋ ｂｙ） ， 从式 （８） 不难得到：

　 　 　 　 　 　 λ∗ｘ ＝
ｒｓ １ － ｒｄ( ) － ｂｒｄ １ － ｒｓ( ) ＋ Δ

ｒｓ １ － ｒｄ( ) ＋ ２ － ｒｄ( ) ｂ １ － ｒｓ( ) ＋ Δ
（９）

　 　 　 　 　 　 λ∗ｙ ＝
２ｂ １ － ｒｓ( )

ｒｓ １ － ｒｄ( ) ＋ ２ － ｒｄ( ) ｂ １ － ｒｓ( ) ＋ Δ
（１０）

其中， Δ ＝ ｒ２ｓ １ － ｒｄ( ) ２ ＋ ｂ２ｒ２ｄ １ － ｒｓ( ) ２ ＋ ２ｂ ２ － ｒｓｒｄ( ) １ － ｒｓ( ) １ － ｒｄ( ) 􀆰
由式 （９） 和式 （１０） 不难证明 λ∗ｘ ＞ λ∗ｙ ， 即领导者的份额总是大于追随者

的份额①， 领导者分配优势来自于相对较大的规模 （ｂ ＜ １） 和较低的依赖度（ ｒｄ ＜
ｒｓ） 。 同时， 从式 （９） 和式 （１０） 可以看出， 两个成员所占有的份额与资源总量

无关， 而主要取决于三个参数即 ｂ 、 ｒｄ 和 ｒｓ 。 综上， 可以得到定理 １。
定理 １　 给定式 （１） 和式 （２） 定义的领导者－追随者模型， 成员分配份额取

决于相对规模 （ｂ） 和相互依赖度 （ ｒｄ 和 ｒｓ） ， 与资源总量 （Ｔ） 无关。
相对规模和依赖度的差异如何影响分配份额， 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可以给出具体

结论。 首先考虑追随者的分配份额即 λ∗ｙ ， 我们有如下结论②：
定理 ２ 给定式 （１） 和式 （２） 定义的两成员模型， 追随者的分配份额： ① 随

着相对规模 （ｂ） 的增加而上升， 即 􀆟λ∗ｙ ／ 􀆟ｂ ＞ ０； ② 随着领导对自身亲缘系数 （ ｒｄ）
的增加而上升， 即 􀆟λ∗ｙ ／ 􀆟ｒｄ ＞ ０； ③规模 （ｂ）较大或自身对领导者亲缘系数 （ ｒｓ）较
大时 （ ｒｓ ＞ １ ／ ２， 或 ｂ ＞ １ ／ ４， 或 １ ／ ４ ＜ ｒｓ ＜ １ ／ ２且 １ ／ ６ ＜ ｂ ＜ １ ／ ４） ， 随着自身对领

导者亲缘系数 （ ｒｓ） 的增加而下降， 即 􀆟λ∗ｙ ／ 􀆟ｒｓ ＜ ０。
定理 ２表明， 对于追随者来说， 提升相对规模和领导者对自身的依赖度都有助

于增加占有份额； 在相对规模较大或自身对领导者亲缘系数较大的条件下， 对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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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ｄ ＜ ｒｓ（１ － ｒｄ） ＞ （１ － ｒｓ）， ｂ ＜ ， ∴ ｒｓ（１ － ｒｄ） － ｂｒｄ（１ － ｒｓ） ＞ ０， Δ ＞ ２ｂ（１ － ｒｓ）， 故有 λ∗ｘ ＞ λ∗ｙ 􀆰
证明过程作者备索。



者亲缘系数的增加会降低自身的分配份额。
定理 ２给出追随者份额的影响因素， 因为领导者份额和追随者份额是此消彼长

的关系即 λ∗ｘ ＋ λ∗ｙ ＝ １， 所以容易给出领导者的份额相关结论：
定理 ３ 给定式 （１） 和式 （２） 定义的两成员模型， 领导者的分配份额： ① 随

着追随者规模 （ｂ） 的增加而下降， 即 􀆟λ∗ｘ ／ 􀆟ｂ ＜ ０； ② 随着对追随者亲缘系数 （ ｒｄ）
的增加而下降， 即 􀆟λ∗ｘ ／ 􀆟ｒｄ ＜ ０； ③追随者规模 （ｂ）较大或追随者依赖度 （ ｒｓ）较高

时 （ ｒｓ ＞ １ ／ ２， 或 ｂ ＞ １ ／ ４， 或 １ ／ ４ ＜ ｒｓ ＜ １ ／ ２且 １ ／ ６ ＜ ｂ ＜ １ ／ ４） ， 随着追随者对自

身亲缘系数 （ ｒｓ） 的增加而上升， 即 􀆟λ∗ｘ ／ 􀆟ｒｓ ＞ ０􀆰
（三） 数值模拟

由定理 １和定理 ２可知， 相对规模 （ｂ） 和相互依赖度 （ ｒｄ 和 ｒｓ） 共同决定份额。
对于博弈的任何一方来说， 规模越大、 相对依赖度越低， 越能获取更大的份额。 为

了更清楚地展示份额的决定因素， 我们根据式 （１０） 给出追随者的模拟结果， 见

图 ２。

图 ２　 追随者的份额模拟

注： 根据式 （１０） 进行模拟； ｂ ＝ ０􀆰 ２５， ０􀆰 ５， ０􀆰 ７５， １表示追随者由低到高的相对规模， 其中 ｂ ＝ １表
示追随者与领导者规模相同； ｒｄ 和 ｒｓ 分别表示领导者和追随者的依赖度， 为了体现领导者优势设定 ｒｄ ＜ ｒｓ 。

首先， 给定相互依赖度 （ｒｄ 和 ｒｓ） ， 追随者的份额随着相对规模 （ｂ） 增加稳定上

升。 图 ２中， 最小的规模为 ｂ ＝ ０􀆰 ２５ （即图 ２左上角）， 对应的追随者份额明显低于

５０％； 最大的规模为 ｂ ＝１ （即图 ２右下角）， 相互依赖度接近时对应的追随者份额接

近 ５０％， 领导者和追随者的份额几乎没有差异。 其次， 依赖度是决定份额的重要因

素， 即使在较高的经济产出率 （ｂ）水平上， 依赖度过高也会导致不利的份额结果。 最

极端的情况为 ｒｓ →１和 ｒｄ →０， 即追随者完全依赖于领导者， 同时领导者不依赖于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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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者， 此时不论追随者的相对规模处于什么水平， 追随者的份额都接近 ０。
上述模拟结果对于后发国家参与全球经济循环具有重要启示： 既要通过开放提

升经济产出率， 同时也要注意控制开放程度和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度。 尤其对于中国这

样的大国而言，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 经济开放度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愈来愈大。 长

期来说， 把对外依赖度控制在合适水平是必然选择； 短期而言， 通过多元化开放减少

对少数国家的过度依赖， 或者增加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依赖都有助于提升经济安全。
上述模拟结果也有助于解释先发大国 （例如 “二战” 后的美国） 的许多战略

选择。 追随者相对规模 （ｂ） 较低时， 对领导者不构成实质威胁， 领导者鼓励追随

者参与经济全球化， 共同做大经济蛋糕； 一旦追随者规模达到一定水平 （例如 ｂ＞
１ ／ ６）， 领导者感受到追随者的追赶威胁， 就会采取遏制措施降低追随者的份额。
根据定理 ３， 领导者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 降低竞争对手的规模， 要求竞争对手降

低贸易和投资壁垒从而提升竞争对手对自身的依赖程度， 增加本国贸易和投资壁垒

从而减少对竞争对手的依赖。 例如，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至 ９０ 年代中期的日本，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 相对美国 ＧＤＰ 的份额都接近或超过 ５０％， 导致

美国采取一系列经贸和非经贸抑制措施①。

四、 对美日经贸争端的解释

（一） 解释框架

上一部分的模型可以用于解释美国和日本经贸争端的演变过程。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

中期争端出现以前， 双方关于经贸合作的分享份额位于彼此都能接受的均衡水平， 并

且根据均衡水平形成一系列双边贸易规则。 根据式 （９） 和式 （１０）， 影响均衡份额

的因素包括相对规模 （ｂ） 和两个依赖度 （ｒｄ和 ｒｓ）， 结合三个因素的理论含义与数据

可得性， 我们尝试从现实世界寻找它们的代理变量： 首先， 参数 ｂ 衡量追随者相对领

导者的规模差异， 使用两国现价美元口径的 ＧＤＰ 之比 （日本 ＧＤＰ ／美国 ＧＤＰ， 以下

记为 “日美 ＧＤＰ 比” ） 作为它的代理变量②； 对于两个依赖度 （ｒｓ和 ｒｄ）， 我们使用

出口贸易比重近似③， 具体来说， 日本对美国出口占日本总出口的比重 （日本对美国

出口 ／日本总出口， 以下记为 “日本对美国依赖度” ） 和美国对日本出口占美国总出

口的比重 （美国对日本出口 ／美国总出口， 以下记为 “美国对日本依赖度” ） 分别作

为 ｒｓ和 ｒｄ的代理变量， 所有出口贸易指标均为现价美元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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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国对日本采取的措施包括广场协议在内的一系列经贸干预， 对中国措施包括 ２００９年底选择加入 ＴＰＰ
谈判和 ２０１３年开始 ＴＴＩＰ 谈判， 以及 ２０１８年后的加征关税等。

日本 ＧＤＰ 和美国 ＧＤＰ 都是现价美元口径。 曾经考虑过使用 ＰＰＰ 口径或以某年不变价格计算的 ＧＤＰ， 最

终没有选择主要是基于两方面考虑： （１） ＰＰＰ 口径容易夸大后发经济体的发展水平， 按此口径曾经的日本几乎

与美国相当， 当前的中国更是已经超过美国， 显然均不符合实际情况； （２） 不变价格口径适合于纵向比较， 而

两国经贸争端时更相关的指标是当时横向比较， 参与竞争的经济体更关心竞争对手当前规模， 较少关心它相对

过去增长了多少。 此处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提醒。
理论上经贸依赖关系的来源除了国际贸易， 还可能包括投资、 技术等途径， 这里用的代理变量是一个近

似， 更精确的测量有待后续研究。



由于美国和日本发展不同步， 双方关于分享份额的纳什均衡水平不断变化， 但

双边经贸规则调整滞后于份额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 经贸争端是对均衡偏离的 “纠
正”①： 小的偏离对应小争端， 份额下降的一方在特定领域进行微调； 大的偏离对应

大争端， 份额下降的一方全方位重塑双边贸易规则。 依据我们提出的演化博弈模型，
可以解释美日贸易争端的两个典型事实： 第一， 在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阶段， 美国

在双边经贸关系中的分享份额持续下降， 通常是贸易争端的发起者； 第二， 美日争端

的第一阶段双方对均衡的偏离程度较小， 因此争端仅限于贸易领域和特定行业， 第二

阶段偏离程度较大， 美国不再满足于修修补补， 而是力图重塑双边经贸关系。
考虑到政策调整的滞后性， 分时间段给出三个代理变量的算术平均， 分别为

１９６０—１９６４ 年、 １９６５—１９７４ 年、 １９７５—１９８４ 年、 １９８５—１９９４ 年、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等五个时间段， 见表 １。 各时间段三个代理的差异反映了双方经贸条

件变化， 给定三个变量的取值， 根据式可以算出美国的相应份额， 见表 １ 最后一

行。 政策滞后性来源于政策调整的菜单成本以及政策制定者关于均衡水平的信息不

充分， 需要依据历史信息推测均衡水平， 并逐渐调整策略。 并为简化分析， 我们把

推测过程简化为根据上一期情形确定本期策略。

表 １　 各时间段美日双边经贸关系的三个核心指标和美国份额

指标名称 １９６０—１９６４ １９６５—１９７４ １９７５—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日美 ＧＤＰ 比 ０􀆰 １０ ０􀆰 ２０ ０􀆰 ３６ ０􀆰 ５４ ０􀆰 ５４ ０􀆰 ３６

日本对美国依赖度 ０􀆰 ２８ ０􀆰 ３０ ０􀆰 ２６ ０􀆰 ３３ ０􀆰 ２９ ０􀆰 ２２
美国对日本依赖度 ０􀆰 ０７ ０􀆰 ０９ ０􀆰 １０ ０􀆰 １１ ０􀆰 ０９ ０􀆰 ０６

美国的份额 ０􀆰 ８５ ０􀆰 ７８ ０􀆰 ６９ ０􀆰 ６６ ０􀆰 ６５ ０􀆰 ６９

说明： 日美 ＧＤＰ 比、 日本对美国依赖度和美国对日本依赖度分别对应 ｂ 、 ｒｓ 和 ｒｄ ， 代入式计算可得到美国的

份额。

（二） 美日争端的演化分析

考虑到美国是双边经贸争端的主导方， 为方便讨论我们站在美国的视角， 本文

分阶段讨论经贸争端的完整演化过程。
１􀆰 争端的起点

讨论的起点是 １９６０—１９６４年， 期间美国在双边经贸合作中的分享份额是 ８５％。
尽管日本对美国依赖度高达 ０􀆰 ２８， 远大于美国对日本依赖度 （０􀆰 ０７）， 但双方没有

发生经贸争端。 原因在于日美 ＧＤＰ 比小于 １ ／ ６且日本对美国依赖度小于 １ ／ ２， 根据

定理 ３， 此时高依赖度不影响双方份额。
２􀆰 争端的过程

１９６５—２０００年是美日经贸争端主要发生期， 共包括四个时间段： １９６５—１９７４
年、 １９７５—１９８４年、 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和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 分别对应双方经贸争端的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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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需要指出的是， 政府偏好、 政治干预等都可导致偶然的经贸争端， 但本文认为长期持续的经贸争端都是

对均衡偏离的纠正。



发、 加剧、 升级和结束。
第一个时间段为争端爆发期 （１９６５—１９７４年）。 美国的份额从上一阶段的 ８５％

下降至 ７８％， 根据定理 ３导致下降的主要原因包括： （１） 日美 ＧＤＰ 比从 ０􀆰 １ 上升

到 ０􀆰 ２； （２） 美国对日本依赖度从 ０􀆰 ０７ 上升至 ０􀆰 ０９。 期间日本对美国依赖度从

０􀆰 ２８上升为 ０􀆰 ３０， 根据定理 ３ 这会提升美国份额， 但升幅较小。 起初双方仍然沿

用过去的双边经贸规则， 这些规则与上一期美日分享份额 （８５： １５） 相适应。 随

着时间推移， 美国逐渐察觉双方经贸条件的变化， 先后于 １９６８ 年 （钢铁）、 １９７１
年 （钢铁、 电视） 和 １９７２年 （纺织品） 在几个行业修改贸易规则， 主要措施是要

求日本 “自律” 出口， 目的是通过修订双边贸易规则以增加美国的份额。 这一时

间段尽管美国份额下降较多， 但手段总体较为温和， 主要因为两个原因： 一是

“当局者迷”， 局中不能准确判断份额的下降程度； 二是因为缺乏处理经贸争端经

验， 仍处在 “试错” 学习阶段①。
第二个时间段为争端加剧期 （１９７５—１９８４年）。 上一阶段美国虽然采取了经贸

干预措施， 但力度低于份额下降程度的要求， 认清事实后美国采取的策略是加大干

预力度， 在更多领域实施更加频繁的干预， 先后于 １９７５ 年 （钢铁）、 １９７６ 年 （钢
铁）、 １９７７年 （电视）、 １９７８年 （机床）、 １９８１ 年 （汽车、 半导体）、 １９８２ 年 （钢
铁） 在多个领域设置贸易壁垒， 限制日本对美国出口。 但这些努力没能阻止美国

的份额进一步下降至 ０􀆰 ６９， 主要原因包括： （１） 日美 ＧＤＰ 比上升明显， 达到

０􀆰 ３６； （２） 日本对美国依赖度从 ０􀆰 ３０ 降到 ０􀆰 ２６； （３） 美国对日本依赖度提高

到 ０􀆰 １０。
第三个时间段为争端升级期 （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 美国经过前两个阶段尝试， 意

识到单纯限制日本出口不足以改善双边经贸条件， 针对特定行业的贸易干预力度严

重滞后于份额下滑速度， 因此决定转向全方位经贸干预策略。 美国除了在半导体等

少数行业对日本设置出口壁垒， 把更多的精力转向打开日本市场， 经过长期施压和

持续努力双方先后于 １９８５年 （ 《广场协议》 ）、 １９８７ 年 （ 《特定行业市场导向协

议》 ）、 １９９０年 （ 《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 ）、 １９９３年 （ 《美日综合经济协议》 ）
达成许多共识， 以系列双边或多边协议的形式重塑美日经贸规则。 这一时间段， 美

国在双边经贸合作中的分享份额从 ０􀆰 ６９ 降至 ０􀆰 ６６， 降幅较前一时间段明显缩小，
主要原因是日本对美国依赖度上升明显， 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他两个指标的影响。

第四个时间段为争端结束期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 美国在第三阶段实施全方位经

贸干预， 双方分享份额保持基本稳定， 表明干预力度和经贸条件变化基本相适应，
因此美国在这一阶段沿用旧策略。 双方于 １９９５年和 １９９７年分别签署 《美日间金融

服务措施》 和 《美日规制缓和协议》， 完成双边经贸规则的重塑。 新规则下美国的

分享份额为 ０􀆰 ６５， 与上一个时间段基本持平。 注意在影响份额的三个指标中， 虽

然日美 ＧＤＰ 比与前一时间段相比没有变化， 但双方对彼此的依赖度都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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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个证据是， 尽管早在 １９６８年美日就已经出现贸易争端， 但美国国会 １９７４年才通过包含 “３０１ 条款”
的贸易法， 后来的事实表明 “３０１条款” 是美国解决经贸争端的重要工具。



因此对份额的影响相互抵消。
３􀆰 争端的结果

２００１年以后， 美日双方不存在系统性经贸争端， 根本原因在于双方份额基本保

持稳定， 经过长期博弈得到的规则基本适应新的经贸条件。 以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为例，
美国的份额为 ０􀆰 ６９， 与过去三个时间段相比 （１９７５—１９８４ 年、 １９８５—１９９４ 年和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 基本稳定。 从政治风向看， ２００１年双方把博弈性质的 “美日新经济

伙伴关系” 修订为合作性质的 “美日经济增长伙伴关系”， 显示双方一致认同新经贸

规则。

五、 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与展望

本文尝试基于演化博弈思想分析国际经贸关系， 把演化博弈文献中的重要概

念———亲缘系数拓展为国际经贸关系的依赖系数， 并且考虑不对称的相互依赖。 具

体来说， 建立一个包含领导者和追随者的经贸竞争模型， 他们基于不对称的博弈能

力投入资源进行竞争， 其不对称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领导者具有更大的相对规

模， 二是领导者拥有相对更低的依赖度。 通过求解领导者和追随者的最优投入决

策， 得到纳什均衡， 在均衡水平上领导者的份额总是大于追随者。 比较静态分析表

明， 领导者和追随者均可以从三个方面改善分配结果： 第一， 增加自身的规模水

平； 第二， 减少对竞争对手的依赖； 第三， 增加竞争对手对自身的依赖。
经贸竞争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 ２０世纪 ６０－９０ 年代美国和日本的经贸冲突。 日

本经济高速增长和对美国市场的不对称依赖导致份额持续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偏

离， 美国为适应新的经贸条件不断修改双边经贸规则， 从而导致经贸冲突。 从理论

模型出发， 我们使用日美 ＧＤＰ 比、 日本对美国贸易依赖度、 美国对日本贸易依赖

度等三个指标计算得到双方的分享份额， 份额变化可以较好地解释双方争端的爆

发、 加剧、 升级和结束全过程。
本文作为一个利用演化博弈工具分析国际经贸关系的尝试， 在两个方面有待扩

展： 一是两个成员的框架有待扩展到多个成员， 多主体博弈互动更加贴近当前全球

化的现实； 二是我们为了简化分析假定规模外生， 实际上对外依赖度和规模之间存

在因果关系， 把规模内生化可以让因果链条更加完整。
（二） 政策建议

首先， 参与全球经济需要权衡开放与安全的关系。 一方面， 经济体只有对外开

放， 才能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 提升经济增长绩效； 另一方面， 不考虑现实

的无条件开放又会损害经济体的可持续增长潜力。 对于大型经济体来说， 把经济对

外依赖度保持在合适水平是维护经济安全的必要选择。
其次，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挑衅 “以牙还牙” 未必是最优策略。 贸易保护主义

通常都有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理性决策者应该从自身情况出发， 权衡利弊。
最后， 国际经贸规则需要因时随势动态调整， 没有一成不变的经贸关系。 经贸

规则根植于时代背景和现实基础， 必然随着时代发展和各方力量变化不断调整。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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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不仅要维护现有规则， 更应该主动求变， 最大范围寻求共

识， 积极参与新的双边和多边经贸规则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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